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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王立新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

潮流使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行

为体的关注，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

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改变了外交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并

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了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

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关键词：美国外交 美国外交史 国际化 文化转向 国际史 跨国史 

  外交史研究曾是传统史学研究中非常显赫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时代，美国外交史著作拥有

众多的读者，外交史学家在大学讲坛上备受尊崇。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度风光无限的

美国外交史学却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批评，外交史研究被指责为守旧、呆板、狭隘和缺乏想象

力，特别是缺少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很多人的眼中，外交史研究仿佛是一个贫血的病人，已经

衰弱不堪，沦为史学领域中的“继子”（stepchild）。【注释】Charles S. Maier, “Mark

ing 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chael Kammen, e

d., The Past before US: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ornell Un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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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ity Press, 1980), p.355. 迈耶还称当时“有培养前途的研究生都被社会史领域令人振奋

的方法论变革所吸引，尽管有分量的、富有新意的著作时有出现，但是与美国奴隶制、劳工和美

国建国前历史等领域持续的大量成果相比，在外交史领域还没有出现改变研究局面的潮流，也没

有出现公认的大师。” 【注尾】但是20多年之后，当人们在新世纪初期重新观察和评估美国历

史研究状况的时候，外交史学家们不无欣慰地发现，经过改造和重塑的美国外交史再也不是历史

学中的“继子”，而是充满生机活力，并正从边缘走向今天历史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的中心。一

些学者甚至大胆地预言，在整个史学研究领域，“下一件大事”很可能就是“外交史的复兴和再

造”（refashioning）。【注释】Michael J. Hogan, “The ‘Next Big Thing’: The F

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28, N

o.1, Jan.2004, p.2.【注尾】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复兴主要归功于外交史学家自身20多年来应对外交史学危机的不懈努力，

同时也得益于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该学科的复兴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自1980年

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atio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

潮流带来了外交史研究方法和观念的变革，导致一种新外交史学的出现，并使这一学科走出了危

机。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 

  关于美国外交史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的新变化，已有学者予以关注。韩德（Michael H. H

unt）在1992年就注意到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趋势，罗伯特·格里菲思（Robert Griffith）则

在2001年发表的一篇书评中最早提出“文化转向”的说法。【注释】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Vol. 16, No. 1, Wi

nter 1992; Robert Griffith, “The Cultura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29, No. 1, March 2001.【注尾】 弗兰克·宁科维奇2006年撰

文讨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注释】弗兰克·宁科维奇著，《范式失落：文化转向

与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牛可译），《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年。【注尾】 他的文章对美国外交史研究传统范式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衰落，后现代主义对

传统外交史学的冲击，文化转向的起因、主张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他对

文化因素的影响力和国际关系中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的分析，颇具启发性。但是，若要全面总结美

国外交史研究20多年来的新变化，该文还存在如下不足：仅关注文化转向问题，而对外交史研究

的另一重大变化，即国际化趋势及国际史和跨国史的兴起很少论及，同时也没有看到这两大潮流

之间的互动；对外交史研究的两大传统范式——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学术特征的总结不够

准确和清晰；在分析外交史两大潮流兴起的背景时，对史学共同体内部的变化如何影响外交史研

究，特别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对传统外交史的冲击，以及冷战结束后国际事务新变化对外交史

的挑战语焉不详，对文化转向的诸多路径、特征、贡献及其对外交史研究的深远影响缺乏全面的

总结和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宁科维奇文章的基础上，通过弥补该文上述不足及追踪最近两年来美

国外交史研究的新进展，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两大潮流——国际化与文化转

向进行梳理。 

一传统范式的危机 

  作为一个独立的史学研究领域，自20世纪20年代美国外交史出现，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

美国外交史研究主要由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两大范式主导。这两大范式在外交史研究方面做出了

重要成就，也造就了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威廉·威廉斯（William A. Willi



ams）这样的大师级外交史学家。直至今日，两派最有影响的史学家，如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和瓦尔特·拉费伯（Walter LaFeber）仍然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领军人物，发

挥着广泛的影响力。 

  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史研究中最悠久、奉行者最多的范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

0年代的美国第一代外交史学家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Flag Bemis）和德克斯特·帕金斯

（Dexter Perkins）等人的著作中。现实主义范式相信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角色，因此

民族国家应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对象，而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在一个无政

府的国际社会中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扩大国家的利益，因此外交就是追求权力和运用权力的过程。

现实主义范式主要依赖政府档案，对各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该范式通常用国际关系格局

和地缘政治的变化解释美国的外交政策，权力、均势、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国家利益、战略是

这一范式经常使用的分析概念。 

  现实主义范式研究的重点是美国国家（American state）政策，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问

题：美国政府制定了什么样的政策？这一政策是如何制定的？是由谁制定的？政策的形成受哪些

因素的影响？政策是如何实施的？现实主义范式把美国的外交决策视为一小部分政治精英根据国

际政治的现实和本国的力量与利益进行理性的精确估算的过程，不大关注公众舆论和社会力量对

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公众普遍对国际事务无知，而精英比公众更精通国际事务，能够超越党派

政治，摆脱意识形态教条来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实，并制定出合理的战略来维护美国的安全与利

益。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和汉斯·摩根索等人继承了比米斯的研究取向，并

丰富了现实主义范式的内容。他们把美国外交史与刚刚兴起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相结合，运用

政治学中的权力、利益和地缘政治等概念和理论，对美国外交史进行了非常精细的分析，并试图

适应当时的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建立解释美国外交史的“科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后

期兴起的以约翰·加迪斯为代表的研究冷战史的“后修正派”，大体上也遵循现实主义学派的取

向。“后修正派”的贡献在于，他们从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和认知心理学中汲取理论资源和解

释框架，更加重视国际体系和大战略的分析，并开始关注决策精英的意识形态、官僚政治的作

用、决策者对国际事务的认知与误判等。 

  正因为现实主义范式的奉行者关注的是国家的政策，因此他们把有关政策过程的记录，即外

交档案和决策者的回忆录作为最重要的资料，对档案的依赖和迷信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主要特色之

一。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范式的奉行者非常愿意充当学术共同体和政府之间的联

系人，强调学术研究的功用性，试图通过历史研究为政府的外交决策提供借鉴。由于他们主要是

从外交档案中寻找素材和灵感，使用的语言也大多来自外交档案，因此经常成为“决策者在学术

界的天然盟友”和“官方观点的代言人或阐释者”。【注释】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Vol.16, No. 1, Winter 1

992, p.119.【注尾】 

  如果说现实主义范式主要从国际环境因素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进步主义范式则转

向美国国内，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试图探究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力

量对政策的影响。进步主义范式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关系

是什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利益集团（特别是美国经济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是

如何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对美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在资料的运用上，进

步主义范式不仅使用政府的外交档案，同时还运用其他方面的资料，并大量借鉴美国国内史的研

究成果。 

  进步主义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以著名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 ）

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学派。比尔德等人研究了形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地区因素，把

美国外交政策视为国内社会集团对外交决策者施加影响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以威廉·

威廉斯为代表的新左派外交史学（即冷战研究中的“修正派”）继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研究取

向，强调经济因素，特别是强调寻找海外市场以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是美国外交的主



要动力，并对企业集团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和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进步主

义谱系中除了早期的比尔德和20世纪60～70年代的新左派之外，在80年代承续其香火的是迈克

尔·霍根（Michael Hogan）等人提出的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或Corporatist Synthes

is)。【注释】合作主义模式的主要思想是：自19世纪末期以来，在美国对外关系中，美国工

业、商业、金融业、农业、劳工，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同政府密切配合，共同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

响和促进美国的利益，美国外交政策是政府同这些利益集团妥协与合作的产物。合作主义模式乃

是借鉴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合作主义的概念，试图把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

外因素整合在一起，探讨美国制度的特点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该模式在80年代有很大影响，

对两次世界大战间美欧关系的研究最为成功。其代表人物有迈克尔·霍根和埃米莉·罗森堡（Em

ily Rosenberg）等人。参见Michael J. Hogan, “ Corporatism,”Michael J. Hogan an

d Thomas G. Paterson, e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

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137～148.【注尾】 进步主义范式的贡献在

于，它把美国外交史研究的重心从国际环境因素转向美国国内有组织的企业、金融和劳工集团等

国家以外的行为体，以及社会结构对外交政策的制约，促使人们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进步主

义范式试图在美国社会中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弥补现实主义范式之不足。 

  尽管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从表面看来有很大的差异，其实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征：

认为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行为体，因而国家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和分析单位，换言

之，外交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探究国家政策与行为的根源，非国家行为体除非与国家政策相关

联，否则基本上不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内；以阐释美国政府的政策为主要任务；主要关注精英人物

的活动——现实主义范式关注政府内部的决策精英，进步主义范式则关注政府之外的社会精英；

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根本上是受权力（现实主义范式）和利益（进步主义范式）追求，即物质性因

素的驱动；在解释立场上坚持美国中心论，低估甚至无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主要依赖

美国政府的资料，很少使用其他国家的档案；在认识论上信奉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相信史料特

别是所谓第一手史料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信息，史学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收集和整理可以再现真实

的历史过程。 

  现实主义范式和进步主义范式像两根巨柱一样，支撑起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大厦，在美苏对峙

极为紧张，美国国家安全环境异常严峻的冷战时代一度风光无限。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

来，两大范式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面临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既源于整个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

会科学观念、理论和方法的两波变革，也由于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加快所带来的世界形势和国

际事务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新社会史的兴起构成了对外交史研究的第一轮冲击。社会史学家批判外交史学家

不思进取：当绝大多数学者开始从下向上看历史，越来越厌恶撰写精英和强势群体经历的时候，

外交史仍然固执地以国家政策和白人男性精英为自己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关注对象，没有看到少

数族裔、妇女、下层民众和其他弱势群体的作用，漠视他们对外交与国际事务的看法；过分依赖

美国政府的档案，特别是新开放的档案，导致外交史研究一味强调冷战史研究，而忽视19世纪和

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早期外交史，造成外交史学家缺乏历史的视野；依赖档案还导致对官方档案

文献的迷信，未能看到档案中诸多遗漏、隐讳和故意隐瞒之处，其结果是限制了研究者的眼界，

造成了解释上的盲区；仍然执着于宏大的国家叙事，而没有看到超国家的和非国家的行为体在国

际关系中的作用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迷信政治与权力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权力之外的社会与

文化因素和其他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如果按照布罗代尔的划分，战争、外交谈判、联盟与条约

不过是浩瀚的历史海洋中“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浪，是一种短促迅

速而动荡的历史，”虽然“最扣人心弦，”但它们“对历史的深层只是蜻蜓点水，”远不如那些

深海暗流，如地理、气候、人口、贸易模式和社会生活重要。【注释】费尔南·布罗代尔：《菲

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唐家龙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上卷，第8～

9页。【注尾】 也就是说，外交史关注的是新史学家眼中最不重要的历史部分，因而被认为是传

统史学最坚固的、也是最后的堡垒。 



  学术领域的第二轮冲击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ling

uistic turn)，以及史学领域新文化史的兴起。从语言学转向和新文化史的视角来审视传统外

交史，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传统外交史研究过分强调物质性因素，即把国家对权力和利

益的追求视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动力，忽视了文化的力量——包括人的情感、偏见、价值观、信

仰等，对人的行为，乃至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影响，更没有意识到语言、文本和叙事结构

在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作用，以及语言对理解历史证据和史学家话语的重要性。其二，在后现

代主义者和一些新文化史学家看来，传统外交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是极为

可笑的，因为这种思维没有看到所有历史文献都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内在地存在偏见，因此不可

能是对过去绝对真实的反映。外交史学家在无数的档案文献中进行耙梳，试图按照历史的本来面

目重建外交政策的过程是相当幼稚的。 

  如果说，面对其他学术领域新潮流的冲击，外交史学家还可以以外交史研究对象特殊，新方

法不适用作为搪塞的话，那么冷战后的全球化浪潮带来的世界事务新变化则对传统的外交史研究

范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这些新变化包括：其一，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渐降低，

特别是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自由流动，而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国

际非政府组织（INGO）的影响力在逐渐上升，越来越多的国际事务开始不受国家政策的左右；

【注释】据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1910年有135个，19

45年约有500个，而到了冷战结束后的1995年大约有3万个。它们广泛卷入人道主义救援、文化

与教育交流、和平与裁军、发展援助、人权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事务。Akira Iriye, “ Inte

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omas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

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p.52.【注

尾】 其二，冷战的结束和全球范围内东西方两大阵营军事对抗的终结，使文化因素在国际事务

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明间的冲突正在取代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现

象；其三，大国间相互依赖加深，政府之外的团体和个人交往日益密切，全球事务增多，并出现

全球共同体（global community）的萌芽。 

  面对这一新的世界图景，传统的外交史研究越发暴露出其不足：第一，现实主义范式专注于

国家的行为，又把国家的行为简约成决策精英的政策，忽略了国家以外的行为体，包括国际性政

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团体和个人在冷战后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实际上，由于对国际和平与安

全的最大威胁由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变为“基地组织”之类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冷战时代风

光无限的地缘政治学说、均势与遏制战略，以及（核）威慑理论在后冷战时代不再有用武之地，

热衷于阐释这些理论的现实主义范式也失去了大部分解释力。第二，现实主义范式误以为国家为

自在之物，独立于社会之外，而没有看到国家就在社会之中，国家作为一种权力结构，深受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影响。进步主义范式看到了社会的力量，虽然可以弥补现实主义范式的不足，

但它关注的仍然是国家的政策，只不过把政策的形成归结为美国社会内部的力量。而实际上，越

来越多的国际事务不受国家政策的左右。即使在政策研究方面，进步主义范式也无法回答批评者

的责难：为什么只关注决策精英和团体精英？这些精英同常人一样，有着各种各样的动机，如果

指导这些精英行为的观念有很多，何以进步主义范式认为经济因素是最重要的？精英的世界观是

如何形成的？第三，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都没有对国际关系中的文化现象给

予足够的关注。  

  简言之，以国家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研究对象的传统外交史研究范式已经严重落后于20世纪6

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乃至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观念的革命性变动，也未能适应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世界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两种传统的范式均无法胜任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

做出合理的解释。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就尖锐地指出：“似乎很难说如下论

断是荒谬的：现实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思路都是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观念，是诞生于一个完全不同于

今天的历史时期、繁荣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历史背景之下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现在

已是行将就木了。”【注释】弗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与美国外交史的全球

化》，第134页。【注尾】 这就是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出现危机的根源之所在。外交史研究需要

革新和再造。 



二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 

  就美国外交史学科的性质而言，它既是美国国家历史（national history）的一部分，也

是国际关系史的一部分。作为国家历史的外交史主要关注美国国家和社会塑造外交政策的因素；

作为国际关系史的外交史则关注影响和制约美国与世界关系的外部力量。对于前者应运用国家史

的框架来研究，对于后者应在国际史的框架里来考察。传统外交史的变革也是沿着这两个方向进

行的。 

  对传统的外交史研究的最初指责是它狭隘、孤立，并充斥着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

m）。所谓“狭隘”，主要是指学者只看到美国这一面，局限于使用美国档案，对其他国家的语

言和文化不熟悉，从而缺乏使用这些国家档案的能力。而仅仅依赖美国的档案来撰写外交史会导

致“历史学家倾向于根据华盛顿的观念来重建世界，并根据美国决策者的标准、价值观和设想来

评价政策。”【注释】Robert J. McMahon, “Toward a Pluralist Vision: The Study o

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Hogan and Paterson, e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40.【注尾】“孤立”是指美国外交史缺乏与历史学其他分支的交流，固步自封，游离于历史

学主流之外。而所谓“种族中心主义”是指外交史学家的美国中心论视角。他们在解释美国外交

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时只关注美国方面的因素，而无视其他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制约和影响，把其他

国家视为被动的和服从的，并想当然地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就是政策实施的后果。

针对这些批评，外交史学者最初的反应就是把外交史国际化。 

  所谓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是指熟悉其他国家语言和使用多国档案，更重要的是要

有多国的视野，打破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将美国置于全球环境

中来考察，并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置于重要的位置，将美国外交史发展成为全面研究美国

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在

外交史学家中，国际化的最主要倡导者是入江昭（Akira Iriye）、韩德和约翰·加迪斯。 

  入江昭1988年在美国历史学会年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题目就是《史学的国际化》。他批

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 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倾向，即把美国对外关系史作为美国

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从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国家权力，以及国家威望和外交政策的国家风格等

角度撰写美国对外关系史，导致大多数专题著作都是以国家间的危机和战争为主题。他认为，

“只要把国家视为基本的研究单元，历史学家就会不可避免地专注于冲突，”因此美国对外关系

史研究必须“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将外交史

转变成国际史。国际史的研究对象是“各个国家（nation）相互之间发生的行为，”而不再是

各个国家历史的叠加，同时国际史还要“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

【注释】Akira Iriye,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

cal Review, Vol.94, No.1, Feb.1989, p.4. 【注尾】 

  韩德1990年12月在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说，题目是《美国外交史的

国际化：一个实施议程》。韩德提出，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取向（international approach）除

研究多国档案外，还包括对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s）的影响予以更多的关注，把研究

工作扩展到国家权力处于边缘状态的经济与社会领域，以及加强比较研究。为此，韩德认为，美

国外交史学家应该在了解美国历史与文化之外，至少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具有丰富的专门知识，

要成为地区研究的专家。【注释】Michael H. Hunt, “Internationalizing US Diplomati

c History: A Practical Agenda,”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1, Winter 199

1, pp.1～11.【注尾】 加迪斯则在冷战结束后大力倡导冷战史研究的国际化。伍德罗·威尔逊



国际学者中心发起的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是外交

史研究国际化潮流的集中体现。此项目不仅倡导冷战史研究要充分利用非西方阵营的档案，而且

强调非西方视野和观点的重要性，并吸引了俄国、东欧和亚洲学者的参与，堪称外交史研究国际

化的典范。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仅是研究领域的扩大和视角的转换，它还带来了学术观念的更

新，并导致对美国外交史学科的性质、范围和研究对象的重新界定，即对美国外交史的重新概念

化（reconceptualization）。“美国外交史”（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作为美国

史的一个学科分支在美国大学课程里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大多数学者更愿意使用“美国对外关

系史”（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或“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

ory）来称呼以美国与其他国家交往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其研究对象涵盖美国政府和

人民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交流与互动的总和。 

  随着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急剧上升和超国家事务的增多，入江昭认为所谓的

“国际史”虽然带有 “国际”(international)一词，但实际上却依然是以民族（nation）或

国家（state）为主要分析单位，依然是把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纳入到国

家框架中去理解，个人和团体依然是作为某一个国家的成员才成为有意义的研究主题。而事实

上，世界上的很多行为和活动并非是由国家（nation）界定的行为体实施的，界定其身份的可

能并不主要是其国籍，而是其性别、种族、宗教、阶级，并不是所有超越国界的活动都能纳入民

族－国家的框架内去分析，人员、商品、资本和观念越过领土界线的流动与其说是国家间的现

象，不如说是超国家现象。因此，他又进一步提出用“跨国事务”(transnational affairs)

这一新名词来代替“国际关系”或“国际事务”，用“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代

替“国际史”作为该学科的名称。【注释】Iriye, “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History,” Bende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51～5

2.【注尾】 

  实际上，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给这一学科带来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如

传教士、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移民、个人（包括国际学者、留学生、体育与电影

明星、旅游者等各种参与跨国家事务的个人）的行为，以及疾病、食品、动植物等的跨越国界的

传播。非国家中心取向（non nation centered approach）的国际史或跨国史正在逐渐取代

国家中心取向（nation centered approach）的国际关系史，成为最新的学术潮流。【注

释】哈佛大学历史系网页上教师研究领域的分类除传统的美国史、欧洲史、东亚史等外，还单独

列出“国际史”。耶鲁大学历史系至少也有两位学者称其研究领域为国际史。国际史已经成为取

代美国对外关系史和国际关系史的新的史学分支领域，其研究对象涉及跨国性的交往、影响和事

态。美国学界也出现一批以研究国际史闻名的杰出学者。如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戴维·阿米蒂奇

（David Armitage）、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斯坦福大学的

戴维·霍罗维（David Holloway）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马克·特里奇腾伯格（Marc Trach

tenberg）。【注尾】 

  国际化的外交史研究虽然有明显的优势，但仍然不过是在一个方向上，即在外交史的国际方

面对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再造。它虽然顺应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社会史的潮流和全球化时代国

际事务的新变化，但对后现代主义和新文化史的冲击仍是顾左右而言他，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并

没有触及该学科的国家史部分，国家史部分的变革是通过文化转向来完成的。 

   

三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就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改造变革而言，与国际化具有同样重要性，或许意义更为深远的变革是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或称对国际史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的兴起。文化转向的突出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更愿意从文化的视角阐释美国

对外关系，他们更愿意把国家看作是广义的文化建构的产物，认为国家间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

关系。 

  罗伯特·格里菲思2001年在评述一组冷战史著作的时候，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以前，很少有著作研究冷战文化，试图把冷战解释为一个文化现象的著作就

更少了。但是今天，受文学、美国学、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和媒体研究学者进入冷战研究领

域的推动，也由于冷战史学家自己多少有些迟到地转向文化，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其结果就是

涌现出大量的书籍和论文讨论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文化如何塑造冷战和被冷战所塑造。其

中的很多研究引进新课题（特别是语言和视觉符号的作用），考察新证据（包括通俗文化），探

讨新角色的作用（包括艺术家、作家、旅行家、电影制片人及很多其他的角色），使用新方法

（主要来自社会学和文学批评），以及提出新问题（关于民族主义和国家认同，文化传输，种

族、阶级和性别在建构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等）。【注释】Robert Griffith, “The Cultura

l Turn in Cold War Studies,”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29, No. 1, Marc

h 2001, p.150.【注尾】 

  无怪乎外交史家安德斯·斯蒂芬森（Anders Stephenson）不无揶揄地说,现在“外交史学

家对外交史似乎越来越没兴趣”。【注释】Anders Stephanson, “Diplomatic History in 

the Expanded Field,”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2, No.4, Fall 98, p.595.【注

尾】 

  那么，什么是文化转向中的“文化”？文化转向的学术特征是什么？ 

  大体说来，文化转向中的“文化”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更接近于著名人类学家克利

福德·格尔兹等人对文化的定义。他们把文化视为一种符号和人们用来理解世界的“意义之

网，”包括语言、情感、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学术研究的任务在于“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生

活在其中的观念世界的理解。”【注释】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28页。【注尾】 在这一范围内，不同的外交史学家

会选择和强调文化的不同方面，并为文化转向发展出不同的路径（approach）。 

  文化转向的第一个路径是把国家视为一种文化体，把国家间关系视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与现实主义范式把国家视为一种权力体和进步主义范式把国家视为利益和经济体不同，这一路径

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理论，把国家视为“想象的共同体”，即

一种文化建构，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是建立在对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身份的想象与共享基础上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国家都是一种文化体，国家间的关系就是文化间的关系（intercult

ural relations）,也就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之间直接和间接的互动。该路径最早也是最有

力的倡导者是入江昭。他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文化界定为“国家疆界内和跨越民族国家疆界的意

识（consciousness）的共享与传输。”具体说来，是指“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

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他符号象征的制造和传播。”国家间关系就是不同国家（民族）的 

“意识形态、传统、情感和其他文化产品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注释】Akira Iriy

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Hogan, ed.,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

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215.【注尾】 从这一定义出发，学者的研究主要在两个

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化，包括信仰、情感、价值观和成见如何塑造领导人的行为

和影响决策。把文化与经济和战略因素并列作为影响美国外交的力量并非新的发明，事实上传统

外交史学，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也都曾探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

响，【注释】如凯南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外交中的道德主义取向的批判，威廉·威廉斯对门

户开放政策意识形态的剖析，韩德对20世纪美国外交中三大意识形态（国家伟大思想、种族等级



观念和对激进革命的反对）的研究，迈克尔·霍根对合作主义思想的分析等等。【注尾】 但新

外交史对文化的关注与传统外交史不同。新外交史主要探讨传统外交史没有涉及的文化因素，引

进了大量新的分析范畴，包括种族观念【注释】把种族（race）这一范畴应用到美国对外关系

史研究最成功的著作是约翰·道尔的《无情的战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种族与权力》。道尔教授

通过对战争前和战争期间美日两国的卡通、电影、大众文学和学术著作，当然也包括外交档案的

研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美日两国持有的对对方的种族偏见与仇恨如何影响了太平洋战争的进

程，使这场战争远比欧洲的战争残酷和持久，并构成东亚战争不同于欧洲战争的一大特色。参见

John W.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and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London, 1

986.【注尾】、性别意识形态【注释】克里斯汀·霍根森的《为美国的男子气慨而战》是把社

会性别问题纳入到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的典范。作者研究了19世纪末美国的社会风尚和性别政

治，发现那个时期的领导人，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常常把保持民族活力与维护男性气质（man

hood）相联系，担心美国可能失去男性气概和国家活力的所谓“性别焦虑”（gender angst）

弥漫在世纪之交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刺激了美国向海外扩张的冲动，并成为促使美国发动美

西战争的重要因素。作者论证说，尽管这种焦虑在后人看来是非理性的，但是“在19世纪末美国

的很多决策者和政治活动家看来，‘男子气’（manhood）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Kristin 

L. Hoganson, Fighting for American Manhood: How Gender Politics Provoked the S

panish American and Philippine American Wars (New Haven, 1998)，引文引自第204

页。【注尾】、宗教思想【注释】安德鲁·罗特（Andrew J. Rotter）的《基督徒、穆斯林和

印度教徒：宗教与美国－南亚关系，1947～1954》一文成功地运用宗教范畴来分析决策者宗教

思维与其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与前人的研究不同，罗特拒绝用安全、地缘政治和利益等范畴来

分析美国与巴基斯坦结成军事联盟的原因，而是独辟蹊径，讨论了宗教观在美国与南亚关系中的

作用。作者认为美国、巴基斯坦和印度三国领导人对宗教的看法塑造了相互之间的认知，而这种

认知又影响了美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特别是1947～1954年这一冷战关键时期美国对

印、巴的政策。罗特通过对艾奇逊和杜勒斯等美国领导人的新教世界观的研究发现：正是基督教

与伊斯兰教相似的道德绝对主义和善恶二分的世界观使美国相信，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会同

美国一样厌恶和敌视苏联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两国可以走到一起，结成军事同盟；而信奉多神

论印度教的印度则反对道德上的绝对主义，不承认美国在道德上优越于共产主义，在美苏之间恪

守中立，这导致美国与印度关系相当疏远。罗特实际上是用古老宗教提供的意义体系来解释美国

与巴基斯坦的结盟和美国的遏制政策。Andrew J. Rotter, “Christians, Muslims, and H

indus: Religions and US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54,” Diplomatic Histo

ry, Vol.24, No. 4, Fall 2000, pp.593～613.【注尾】和东方主义偏见【注释】马克·布

拉德利在《想象越南与美国》一书中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对美国卷入越南的文化和心理根

源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领导人就已经形成对法属印度支那的错误

认知，其核心是对越南的“东方化”(orientalized)。美国对越南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充满东

方主义偏见：越南人被描绘为懒惰的、胆小的、羸弱的、肮脏的和不诚实的，因而是低劣的；越

南社会与文化是原始的、未开化的；越南传统的社会秩序是残酷的和充满仇恨的。这种带有强烈

种族色彩的对越南的负面认知对美国决策者具有深刻的影响，使他们在试图了解胡志明等越南领

导人之前就形成了对他们的认识：越南人缺乏自治能力，其反殖民主义活动是来自外来的煽动，

是共产主义阴谋的一部分，因此美国必须干预。作者指出，不深入研究美国对越南的种种错误认

知就不可能理解这场冲突。参见Mark Philip Bradley, Imagining Vietnam and America: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Vietnam, 1919～1950,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

ina Press, 2000). 【注尾】等。如果说，传统外交史研究主要借鉴政治学和心理学的知识，

新外交史学家则更多地从性别研究、文化研究和族群研究中汲取理论资源和寻找分析工具。 

  第二个方面是关注跨越国界的文化、宗教、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活动，以及美国的产品、思想

和生活方式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与传统外交史对文化关系的研究相比，新外交史有两个突出的

特点：其一，研究的重点不再是传统的教育与文化交流，而集中在好莱坞电影、美国在海外的艺

术展览和商业博览会、美国文化产品在海外的影响等。对博览会和艺术展览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外

交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们通过美国在海外的各种文化和艺术展览来透视其中体现的文化观

念，剖析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其二，传统的研究只关注文化提供者，轻视受众的反应，把文化接



受视为一个被动吸收的过程。新外交史在研究美国文化影响时开始关注受众的反应，特别是受众

的自由和自主性，包括对美国文化产品的创造性解读，以及根据自己的经验、需要和价值观对美

国文化的抵制、接纳和改造。这种研究角度深受媒体研究中的反应理论（response theory）的

影响，将文化传播过程看作是受众把外来文化信息重新符号化和重新处境化的过程。极端的看法

甚至认为，文本的意义来源于读者和阅读的过程而不是来源于作者和写作的过程，因此文本的意

义并非是稳定的和单一的。从反应理论出发，越来越多的国际文化关系研究者反对“文化帝国主

义”指控，否认美国的文化影响一定是美国化。【注释】详细的讨论可参见Rob Kroes, “ Ame

rican Empire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A View from the Receiving End,” Bende

r, ed.,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pp.285～314; “Roundtabl

e: Cultural Transfer or Cultural Imperialism,”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

o. 3, Summer 2000, pp.465～528.【注尾】 

  文化转向的第二个路径是从对外交政策过程和事件本身的研究转向对政策得以产生和事件得

以发生的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的阐释，即对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文化分析（cultural 

analysis）。传统的外交史是一种政策史和事件史，政策和事件本身是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

新外交史也关注政策和外交事件，但是重点不是政策本身的制定过程和事件发生与发展的脉络，

而是政策和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观念、社会心态、情感和态度，强调文化对政策的塑造，即走

向历史深处，探究政策形成和事件发生的文化情境。近年来学者们对外交政策的文化分析主要在

两个方面展开： 

  第一个方面是阐释政策和事件背后隐藏的文化观念与意义，外交政策被当作是研究历史情

境，特别是文化情境的切入点和窥视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世界的窗口。传统外交史一般选择重要

政策、重大事件和主要决策者为研究的对象，而文化转向的外交史在选择政策、事件和人物时的

主要标准不是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往往是研究者赋予的），而是其自身的独

特价值和意义。这样，传统外交史著作中看不到的人物，如妇女、黑人、体育明星、歌手、电影

明星、旅游者、海外驻军、军人的遗孀、外交官的妻子，甚至妓女都可以进入史学家的视野，被

外交史学家用来透视时代的文化观念和国家间关系。这样，政策与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大大降低

了，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它们是对深层的、隐蔽的文化力量的反映，并成为史学家挖掘文化意义、

进行文化阐述的采掘场。借用布罗代尔的措辞，史家的目的是通过海洋表面的巨浪来窥探海洋深

处的暗流。凯瑟琳·穆恩的《盟国之间的性：美韩关系中的军妓》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作。作者以

传统史学中看不见的角色——美国士兵和韩国娼妓这一社会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作为研究对

象，讨论他（她）们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和表现出的意义。作者的兴趣不是描述过程和展示

细节，而是把娼妓与美国士兵之间的关系、韩国政府与美国驻军当局合作整顿美军驻地周围性产

业的“清洁运动”（clean up campaign）作为一个切入点和窗口，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来观察

和透视那个时期韩美两国的文化观念和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看来，韩国妓女扮演了至关

重要的角色，是“促进两国政府关系的工具”，因此“即使是最下层的妇女也是世界政治中的

‘演员’”。作者指出，美国士兵和韩国娼妓成为两种文化的中介和对话者，作为女性，娼妓们

柔弱的的形象提高了美国士兵的优越感，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美韩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反

映。【注释】Katharine H.S. Moon, Sex among Allies: Military Prostitution in US

Korean Relations (New York, 1997)，引文引自第2、52页。【注尾】该书的出现有力地

证明了文化转向为外交史研究提供了何等广泛的题材。 

  第二个方面是分析外交决策者的信仰世界和意义体系，以及产生这种意义体系的文化情境。

人类学和文化研究发现，每个人都是在自己心智世界和意义网络（web of meaning）内思考问

题的，而“意义”依赖于“文化情境”（cultural context）而产生，没有脱离文化情境之外

的意义模式。只有理解了文化情境，才能理解人物行为的动机，即他们为什么这样行动。因此很

多外交史家不再像传统的现实主义范式那样简单地把决策者视为可以精确估算代价与收益的理性

人，而是相信决策者受到其观念、甚至是偏见的影响，并致力于探讨决策者的观念世界和意义体

系，以便发现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这一路径实际上预设决策者对世界的理解和对政策的选择深

受决策者头脑中的意义模式的影响，而这种意义模式是由文化，具体说来是由决策者言行发生的



文化情境决定的，往往充满偏见。罗伯特·迪安（Robert Dean）曾尖锐地提出：“外交史学家

如果不能充分探究政治家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如何能完全弄懂他们研究的传统对象——政治领

导人和决策者行为的意义？”【注释】Robert Dean, “Tradition, Cause and Effect, an

d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4, No. 4, 2000, p.617.【注尾】新外交史学家通常使用传统外交史研究没有涉及的新范

畴，如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族群（ethnicity）等来分析决策者的观念世界，其中最流行

的是运用社会性别理论对外交决策者（通常为白人男性精英）的性别偏见（或称性别意识形态）

进行分析，把国家间权力关系视为性别间权力关系的放大,用性别政治来解释权力政治。学者们

热衷于讨论决策者的性别意识形态作为其头脑中潜藏的意义模式如何塑造了其对外部世界和国际

关系的认知，以及对所谓男子气概和男性风尚的追求和捍卫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埃米莉

·罗森堡、罗伯特·迪安、和弗兰克·科斯蒂利奥加（Frank Costiglioga）等人是运用社会

性别理论研究外交史的知名学者。 

  文化转向的第三个路径是关注外交文献的语言和修辞，对外交政策进行话语分析(discours

e analysis)。 

  其一是分析外交文献语言与思想的原始语境，就是将外交决策人物的言论历史化(historic

ized)，可称之为语境分析法（contextual approach）。这一研究路径实际上是借鉴了新思想

史的方法，把历史人物的言论看作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英国著名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Que

ntin Skinner）说：“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

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任何试图超越这种语境的做法都必然是天真的。”【注释】昆廷·斯金纳：

《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任军锋译），载于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1卷，广

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版，第77页。【注尾】因此外交史学家在阅读外交文献时，不能仅仅就

其字面来理解其含义，而应考察他（她）为什么会这样表述，他（或她）是在针对什么样的问题

在表述，这样表述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也就是回到历史人物如此言说的原始文化语境，这

样才能真正理解其含义。这一路径特别强调对政治语言产生的语境和含义进行分析，认为任何政

治语言都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都与当时的特殊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有关，其含义会因时间，即

文化语境的不同而不同。例如自由、民主、安全、帝国等政治外交词汇的含义就是不断变化的。

加迪斯曾言，“像‘民主’、‘自由’这样的词汇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会有不同的含义，”而这

种不同是由文化导致的，“即使那些普世性的概念，其含义也会因文化的差异而不同”。【注

释】John Lewis Gaddis, “ Foreword,” Bradley, Imagining Vietnam and America: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Vietnam, 1919～1950, p.9.【注尾】外交史家的任务之一是

分析决策者使用的政治与外交语言，找寻这些语言的特殊含义，以真正了解历史人物的思想。劳

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评论新思想史时，提到新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历史学

家在研读文献时，试图“重建过去的用词和思想的精确语境与含义，揭示它们在时间的进程中如

何像变色龙那样，改变它们的形状和颜色以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需要。”【注释】Lawrence St

one, “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and P

resent, No.85, Nov.1979, p.14.【注尾】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新外交史。 

  对言说的语境和问题背景的关注也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既然任何思想和言论都是特定

语境下的产物,只有在其产生的语境下才有意义和价值，那么知识就不是通用的。知名外交史家

埃米莉·罗森堡对此评论说：“知识既不是通用的也不是客观的，因为无论是各学科还是知识的

作者都是在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内由文化建构的。当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历史学家本身都必须被历史

化(historicized)和处境化(contextualized)的时候，历史研究和历史叙事的很多标准的预

设(assumptions)就都变得有问题了。”【注释】Emily S. Rosenberg, “Revisiting Doll

ar Diplomacy: Narratives of Money and Manliness,” Diplomatic History, Vol.2, 

No.2, Spring 1998, p.155.【注尾】 

  其二是关注语言对现实的“建构”，分析决策者的修辞战略，特别是分析他们如何利用各种



比喻(trope)和隐喻(metaphor)来使自己的看法和主张更有说服力而被人接受。学者们通常是

对外交文献的文本进行语言分析，探讨修辞或话语如何被用来使某些主张、行为和制度获得正当

性而排斥其他政策选择。这种语言分析的预设是，任何言说都并非是对现实的客观反应，而是夹

杂着言说者的主观色彩，因为修辞的实质是以一种精心设计和雄辩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说

服他人，而这种精心设计实际上已经对语言要反映的现实进行了改造。外交史学家弗兰克·科斯

蒂利奥加对乔治·凯南文章进行的语言分析极为成功，被学术界认为是将文化批评应用到外交史

研究的典范。科斯蒂利奥加研究了凯南著名的“长电报”的“情感和修辞战略”，发现凯南在冷

战起源时期对苏联的分析充满社会性别隐喻：苏联政权是野蛮残忍的男性罪犯，苏联人民是柔弱

无助的长期遭受苏联政权蹂躏的女性受害者，而美国则是高贵的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其使命是

打败邪恶的压迫者。凯南还运用病理学隐喻把苏联领导人描绘成心理不健全的精神病人。社会性

别隐喻的效果在于用这种性别化的话语使遏制政策合法化，把主张与苏联继续合作的人贴上柔

弱、女性化和同性恋的标签。而病理学的隐喻则产生这样的效果：凯南和美国人民被置于权威的

诊断医生的地位；苏联领导人则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因此不能与之进行理性的对话，从而使支持

谈判和对话的主张丧失合法性。科斯蒂利奥加令人信服地指出，不是凯南客观、冷静的分析，而

恰恰是这种修辞战略和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使凯南的文章产生强大的说服力，也使凯南作为

“权威医生”开出的药方——对苏联实施遏制战略非常容易被接受。【注释】Frank Costiglio

ga, “Unceasing Pressure for Penetration: Gender, Pathology and Emotions in Ge

orge Kennan s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3, No.4, March, 1997, pp.1309～1339.【注尾】 

  文化转向的第一个路径在方法上仍然带有传统外交史的色彩，而后两个路径由于受后结构主

义和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又被称为后结构主义（post structuralism）或文化主义(cultur

alism)的外交史。这是文化转向中最新的、也是最有争议的潮流。后结构主义外交史研究与传

统外交史研究在历史解释的本质和目的、史料的性质等方面存在根本的不同，代表了史学认识论

方面的若干重大变革。 

  第一，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寻求再现外交决策过程，探究政策的根源，以及就影响政策的因素

提供最好的解释。后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新外交史则拒绝把提供关于因果关系的最好解释作为研

究的目的，并否认线性因果关系，也不承认有某种最好的解释，认为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对外交

人物言行的文化情境和语言修辞结构进行分析，以证明我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观念、成见和

意识如何渗透和注入到美国外交的决策环境中和决策者的头脑中，以及外交政策语言如何塑造现

实和影响我们对历史的认知。 

  第二，传统的外交史研究坚持兰克史学的传统，强调根据档案史料进行研究的重要性，史料

包含着真实的历史信息，特别是历史亲历者留下的文献和记录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史料，根据第

一手资料进行客观和严谨的研究是外交史研究的科学性之所在。后结构主义外交史研究者则认为

史料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文本，史料并不是纯客观的，实际上掺杂着记录者的主观因素，并非是

对历史真实的反映，史料与其所指的史实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关键不是史料是第一手还是第

二手，而在于对史料记录者背后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人物言说的语境进行研究，对史料进行话语分

析。 

  第三，传统的史学观念把历史结果视为单一的有目的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人物的抉择是基

于对利益进行直接估算的理性过程，那些占据政府要职的人可以清楚地发现和代表国家的利益。

后结构主义取向则认为，人们实际上还被文化、阶级、性别和种族所区分，在具体情况下，人们

的动机是多重的和复杂的，可能与地缘政治关怀和物质利益追求有关，也可能无关。人的行为并

非总是理性的，可能受情感和偏见的驱使。 

  简言之，后结构主义外交史研究否认传统外交史学所坚持的实证主义传统、客观性原则和历

史证据法则，从而构成对传统外交史的“后现代挑战（post modern challenge）”。 



  文化转向是对外交史研究的重新概念化，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文化转向让我们发现了文化的

巨大影响力，认识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对国际关系具有独立影响的自主的和创生性力量（produ

ctive force），而不仅仅是依附于政治和经济，或由物质世界所决定的反应性力量（reflect

ive force）。文化在国家与个人身份形成过程中，以及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是一种建构性(con

stitutive)的要素。因此，要全面理解美国对外关系的动因，除了对权力和利益范畴进行研究

外，还把文化置于核心的地位。 

  文化转向为外交史学家利用史料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传统的研究过分依赖于政府外交档案的

开放，没有档案，外交史家就束手无策。每一次新的档案开放，都会引起无数历史学家趋之若

鹜，出现一批学术研究成果，然后是一段时间的沉寂，学者们等待新的档案开放。但是档案材料

毕竟有限，依赖档案进行创新性研究的空间会越来越窄，而新档案的出现往往推翻以前的结论，

这使学者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和价值也遭到怀疑。而且，依赖政府外交档案的研究还面临如何对档

案取舍的问题。不同的学者往往选择不同的文献加以使用，这样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时档案

浩如烟海，一个学者穷尽一生都无法完成对档案的阅读，其结果是学术研究成了阅读的过程，而

不是思想创造的过程。而文化转向大大扩大了史料的范围，改变了资料的来源与外交史学家运用

史料的方式。不仅外交档案，一切能反映外交观念的材料都可为史学家所利用，从而改变传统史

学过分依赖政府档案而忽视其他史料来源的弊端。尽管美国国务院的档案解密，特别是《美国对

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编撰在相当程度上仍然规

定着外交史研究的边界，但是学者们现在越来越愿意和可能从其他方面获得资料，这里既包括除

国务院以外的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档案，也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和国际机构的

资料，甚至电影、文学作品、艺术展和商业推销广告都可以成为学者研究的素材，从中分析美国

文化与权力的影响。【注释】埃米莉·罗森堡1994年的一篇论文把好莱坞在冷战初期拍摄的两

部电影《外交事务》（A Foreign Affair,1948)和《穿法兰绒西装的人》(A Man in the Gra

y Flannel Suit,1956)作为素材，将国际政治与性别政治相联系，研究那个时期在美国社会占

主导地位的“男性责任意识形态”如何促使美国决心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全面干预国际事务。

参见Emily Rosenberg, “ ‘ Foreign Affair’ after World War II: Connecting Sex

u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8, No.1, 1994, p

p.59～70.【注尾】 

  美国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体现在被誉为传统外交史研究之圣经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集》的编撰上。该文件集编撰的指导方针一直是“对美国重要的外交决策和重大的外交活动给予

全面的、准确的和可靠的文献记录。”而所谓的“全面、准确和可靠的”记录是指秉承客观性和

准确性的原则，选择那些直接反映决策过程及最后政策立场的文件加以编辑。但是在过去的几年

中，主要受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影响，负责该文件集编辑工作的国务院公共事务局历史学家办

公室开始以新的眼光编辑该书。编选的范围已经远远超出过去的双边外交和政策领域，而开始关

注政策形成的背景，特别是决策者生活其中的思想和文化环境(milieu)。2003年出版的《美国

对外关系, 1969～1972》第一卷就反映了这种转变。编者称该卷目的是对以前各卷的“背

离”， “其特别之处”在于不是像以前各卷那样“按照立法机构的要求对美国重要的外交决策

和重大的美国外交活动给予全面的、准确的和可靠的文献记录”，“用文件来说明外交决策过程

和外交往来”，而是试图“探究尼克松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思维模式（mind set）。”关注的

焦点是尼克松政府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背后隐藏的种种“思想成见”(intellectual assumpti

ons)和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对外政策的“思想基础”（intellectual foundation）。【注

释】US Dep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2, Vo

l.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

ice, 2003), preface. 【注尾】 

  文化转向的潮流改变了绝大多数外交史学家对文化的看法，典型的例子是现实主义范式的领

军人物约翰·加迪斯的变化。他在冷战结束后大力倡导对冷战中文化因素的研究，主张把文化置

于与权力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在给《想象越南和美国》一书作序时说，在研究和撰写国际史的时

候，如果把文化置于与外交同等的地位，就会有很多新发现，即使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的题目和



领域，也会提出很多崭新的看法。【注释】Gaddis, “ Foreword”, Bradley, Imagining V

ietnam and America: The Making of Postcolonial Vietnam, 1919～1950, p.10.【注

尾】 

  但是，以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为特征的新外交史研究也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对外交史的文化

研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文化转向潮流在对传统的外交史研究进行改造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

题。 

  其一，文化转向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单纯物质主义解释（materialistic explanatio

n）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分依赖文化来解释一切，忽视甚至完全否定权力和利益等物质性因素

的作用，从而陷入文化决定论的泥潭。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评论说，文化研究

者往往“夸大人类生活中被建构、被因袭和成为规则的那些东西的意义，而贬低人类作为自然的

物质动物所共同具有的东西的重要性。”【注释】Terry Eaglet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Postmodern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28, No.1, Winter 1997, p.1. 【注

尾】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伯克（Peter B

urke）在评论新文化史研究时说的那样，“新趋势的表征是用文化而非政治、经济或社会的措

辞来解释一切。……但是，‘文化’一词用之愈广，其意义则愈淡薄，的确到了我们这样问自己

的时候了：‘到底什么不是文化？’”【注释】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

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8页。【注尾】 

  其实，任何单独的因素，无论是经济的、战略（权力）的，还是文化（意识形态）的，都不

足以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重要的是要摒弃单线因果论，在权力、利益和文化三大范畴之间建立

起联系。实际上，文化的影响并非总是因果性的，即使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与经济因素仍然异

常重要。文化固然会建构权力，影响对权力的认知，但是同样，权力也会塑造文化，文化与权力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文化解释并不是万能的。 

  其二，后结构主义外交史研究不承认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用一种模

糊的关联关系代替传统史学极力探讨的历史因果关系，对政策的解释停留在证明存在某些文化成

见（assumptions）上，极易导致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甚至是历史学的终结。正如有学者批评的

那样，“注重文化的人们也犯了心血来潮的毛病，把一切都囊括到文化之下，结果是什么都解释

不清。……当一切都淹泡在文化之中的时候，因与果也就无从区别了。” 【注释】乔伊斯·阿

普尔比、林恩·亨特、玛格利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 》（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

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注尾】 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过程，揭示历史进程的因果

关系，后结构主义外交史研究仅仅满足于对政策、事件和人物进行文化阐释，显然是远远不够

的。一些倡导文化转向的外交史学家对此也不无疑虑，如宁柯维奇曾评论道： 

  文化的因果性如何起作用，文化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清楚的。人们

不仅没有能够发现什么文化“基因”来解释对外政策行为，而且没有明显的去寻求这种东西的紧

迫性。如果说，困扰老学派的是没有能力解释一些发展变化，而文化取向的各种学派的问题则似

乎是：有时根本就不想去解释这些发展变化，而只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探究政治意义不大的话语类

型上，或者就是为对外政策事件勾勒一个概略的文化“框架”。可以想见的是，传统观念的历史

学家可能批评文化是一个空泛的观念，可以用来说明任何东西，又什么也说明不了。【注释】弗

兰克·宁科维奇：《范式失落：文化转向与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第129～130页。【注尾】 

  罗伯特·柏克霍弗（Robert E. Berkhofer,Jr）在谈到如何处理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

时曾提出要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处于一种创造性的紧张之中（creative tension），”

在二者之间 “建立起对话。”【注释】Robert E. Berkhofer,Jr., Beyond the Great Sto

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1.【注尾】 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处理新旧外交史研究之间的



 

关系。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不应拒绝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也不应漠视权力、利益等物质

性力量的巨大影响，在关注文化力量的同时，能够探究文化与物质力量的关联，并承认人类认识

历史真相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那么历史的解释就会更丰富，更全面，也更令人信服；同样地，传

统外交史研究也必须认真对待后结构主义和文化批评理论提出的挑战，特别是要看到历史证据和

历史文献本身也是一种表述而并非是对过去的绝对真实的反映，应重视文化对权力和利益的建构

及其潜在的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巨大力量，真理的多元性和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语言和修辞结构的

建构作用等。这样外交史学家的视野就会更开阔，对因果关系的解释也会更全面。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著作很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埃米莉·罗森堡的《金融传教士：金元外

交的政治与文化》就是把传统外交史对档案的研究与新外交史的文化分析相结合的范例。该书既

坚持了传统史学的实证主义传统，将立论建立在扎实严谨的多国档案研究基础上，并致力于对历

史因果关系的探求，同时又借鉴文化批评理论，通过对语言、修辞和语境的分析，特别是关于金

钱和男性气质（manhood）的文化叙事，大大拓宽并重塑了我们对金元外交的理解。【注释】Em

ily S. Rosenberg, Financial Missionaries to the World: the Politics and Cultur

e of Dollar Diplomacy, 190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99), introduction, p.3. 【注尾】该书得到了新旧外交史学家的一致称赞，被誉为在

锐利的新方法与传统的外交史之间保持平衡的典范。 

四结语 

  大约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以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为特征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变革代表了史学家

跟上时代步伐的努力，也使美国外交史这一“老”的学科引人注目地获得了新生。其结果就是在

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无论从研究的问题、资料、视角，还是理论和方法，经过改造的美国外交史

研究都已成为一个极富活力、开放的学术领域，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

的主要行为体仍然是学者们研究的重要对象，但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甚至是社会中最边

缘、最弱势的群体也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而得到关注；在安全、市场、扩张、帝国等传统主

题外，宗教、移民、海外旅游、环境变迁、电影、体育、食品、计算机软件、疾病传播，以及国

际艺术展览等也成为外交史学家探讨的新问题；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档案仍然是学者们

的重要资料来源，但其他政府部门的档案、电影、游记、展览解说词、商业广告、社会团体记录

都被学者们广泛用来阐释外交行为和跨国家关系；外交史不仅与历史学其他分支学科相互借鉴，

也与史学之外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建立了紧密的

联系；恪守现实主义范式的史学家继续用国家安全、官僚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作为自己的阐释工

具，进步主义范式中的合作主义、世界体系和依附理论仍然有不少的信奉者，但同时越来越多的

学者则关注观念、信仰和文化的力量，愿意尝试运用诸如语言、社会性别、种族、宗教等分析范

畴，以及文化传播和东方主义等阐释框架分析外交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外交史，确切地

说，是美国国际史或跨国史所讨论的核心问题从未像今天这样对于从整体上理解美国史，乃至理

解整个现代世界历史更加不可或缺。“克莱奥女神手下衰弱不堪的病人正焕发出生机与活力。” 

【注释】Karina Urbach，“Diplomatic History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he Hist

orical Journal, Vol.46, No.4, 2003, p.991.【注尾】 今天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不但不是

萎靡不振和停滞不前的领域，而且有可能重新赢得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失去的在史学大家

族中备受尊崇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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